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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７ 世纪的犹太商人与东亚海上贸易
———基于犹太后裔“新基督徒”的考察

李　 庆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在 １５ 至 １６ 世纪的反犹浪潮中，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大批犹太人被迫改宗天主教。 随
后，这些被称为“新基督徒”的犹太后裔，由于愈演愈烈的宗教迫害和相继成立的宗教裁判所，不得
不迁徙至世界各地避难，并在 １６ 世纪中期辗转抵达中国澳门、日本以及西属菲律宾等地。 基于共
同的宗教信仰与内在的族群、血缘联系，以及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世界格局变动，散落于上述各地的
犹太人逐步渗透和掌控了东亚海域的主要航线，在世界市场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
是聚居于中国澳门的大量犹太人，他们竭力摆脱王室和宗教裁判所的控制，在远离母国的东方创
建起相对安全的居留环境与庞大的商业网络。
关键词：犹太人； 新基督徒； 东亚海域； 世界市场； 澳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７ＣＳＳ００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１６０５ 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开启了欧洲传教士对犹太人与中国历史关
系的探索。 之后，学界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使得“开封犹太人”几近成为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和
代名词。 实际上，大约在利玛窦抵达中国的 ３０ 余年前，已经有一批犹太后裔匿身于远洋大帆
船，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澳门和日本等地，逐渐对东亚的海上贸易和澳门社会产生深刻
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 １６—１７ 世纪犹太民族散居全球的历史研究，绝大部分仍集中于地中海、大

西洋和印度洋海域等地区，对东亚海域犹太人的研究严重不足。 犹太商人在地中海、大西洋、
印度洋等区域的贸易史，可谓犹太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者和相关著述较多，难以一一列
举①。 与之相比，关于犹太商人与东亚历史关系的研究，则尤为稀少。 詹姆斯·柏亚金（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和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Ｓａｎｊａｙ 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ｍ）虽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有所
论及，然而两者皆偏重从哈布斯王朝的整体历史考察新基督徒商人的历史角色，东亚地区仅占
据不太重要的一角，并未进一步展开。 近几年，米格尔·罗德里格斯·洛伦索（Ｍｉｇｕｅｌ Ｒｏ⁃
ｄｒｉｇｕｅｓ Ｌｏｕｒｅｎçｏ）和苏禄修（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是关注这一问题的主要学者，前者偏重从宗教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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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著述可参见 Ｌｏｉｓ Ｃ． Ｄｕｂ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 ｏｆ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 Ｔｒｉｅｓｔ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ｒｋ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Ｊｅｗ： Ｎｏｔ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０（１）， １９９９， ｐｐ． ８７ － ９７； Ｐａｏｌ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ｉｅｒｉｎｇ ｅｄｓ． ，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１４５０ － １８０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１；艾仁贵：《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世界历史》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张倩红、艾仁贵：《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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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分析宗教裁判所与澳门的历史，后者则主要以个案探析犹太人在东亚的迁徙史。 总体而
言，早期的研究难以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东亚偏居一隅；近年来的研究则仍处于初步梳理
阶段。① 本文拟从东亚海域犹太人的身份、远赴东亚的历史原因，其融入地区海贸网、整合全
球贸易网络的作用以及他们的生存境况等多个方面作进一步考察。

一、犹太人前往东亚海域的历史背景

约在公元 ７０ 年后，以“商业民族”著称的犹太人已流散至伊比利亚半岛。 其后，或因中世
纪的长途贸易，以及各国宗教政策等多种因素，半岛上发展出大量犹太社区。 在“光复运动”
（Ｒｅ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 ７１１—１４９２ 年）的前中期，半岛上的犹太人（亦称为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ｍ，中文译作“塞法尔
迪”）业已历经数次迫害。② 到 １４ 世纪末 １５ 世纪初伊比利亚犹太人再度遭受迫害之时，由于
同时期开启的地理大发现，犹太人的流散已不再局限于旧大陆，而是开始扩散到“新发现”的
世界。
新的迫害首先在西班牙境内爆发。 １３９１ 年 ４ 月，由多明我会会士和其他狂热僧侣发动的

反犹运动席卷塞维利亚，随后一路向北，蔓延至巴塞罗那，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死于此次暴乱。
至该年底，西班牙社会中的大量犹太人不得已改宗天主教，由此产生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首批
“改宗者”（ｃｏｎｖｅｒｓｏ）。 为区别于其他非犹太血统的天主教徒，这类犹太人也被称为“新基督
徒”（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 ｎｕｅｖｏ）。③

即便如此，首批新基督徒及其后裔仍活跃于教会和世俗政权中，在西班牙的中、上层社会
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 １５ 世纪中叶后，“旧基督徒”及其他反犹势力才对新基督徒群体形成实
际遏制。 １４４９ 年第一部强调“血统纯净”（ ｌｉｍｐｉｅｚａ ｄｅ ｓａｎｇｒｅ）的法律颁布，意在阻绝拥有犹太
血统的天主教徒担任宫廷要职、获得骑士团荣誉和加入宗教修会，新基督徒的社会地位随之日
渐式微。 １４７８ 年，西班牙建立宗教裁判所，进一步压制新基督徒和未改宗的犹太人。 最终，
１４９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官方签署法令，完全驱逐未改宗的犹太人，绝大部分犹太人被迫变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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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
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Ｓａｎｊａｙ 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ｍ，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１５００ － １７００，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 Ｗｉｌｅｙ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２０１２； Ｍｉｇｕｅ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Ｌｏｕｒｅｎçｏ， Ａ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çãｏ ｄａ Ｐｅｒｉｆｅｒｉａ， Ｍａｃａｕ ｅ 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ｄｅ Ｇｏａ（ｃ． １５８２ － ｃ． １６５０）， Ｍａｃａｕ： Ｃｅｎｔｒｏ 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ｏ 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Ｉ． Ｐ． ， ２０１６；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５５０ － １５９０，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 Ｌａｎｄｅｉｒｏ，
Ｍａｃａｕ： Ｆｕｎｄａçãｏ Ｍａｃａｕ， ２０１０；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ｚ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ｃａｕ： Ｆｕｎｄａçãｏ Ｍａｃａｕ， ２０１５；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ｅｒｅｚ Ｇａｒｃｉａ，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８．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Ｂａ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ｐａｉｎ， ｖｏｌ． 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ｈｉｌａ⁃
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６１， ｐｐ． ４５ － ５４．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Ｓａｒａｉｖ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ｅ Ｃｒｉｓｔãｏｓ⁃Ｎｏｖｏｓ， Ｐｏｒｔｏ： 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ａ Ｇｒáｆｉｃｏｓ Ｒｅｕｎｉｄｏｓ， ＬＤＡ， １９６９，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Ｓａｒａｉｖａ，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ｎｏ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１５３６ － １７６５，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１，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ⅩⅩⅪ。 有关犹太人不同群体的称谓较多，且易混淆，有必要先略作说明。 本文在使用“犹太人” （ Ｊｅｗ）一词
时，广义上指拥有犹太血统的族群，即我们日常概念中的一个统称；狭义上指 １４９７ 年前，伊比利亚半岛上未改宗的犹太
人，也称为“塞法尔迪”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ｍ）。 在使用“新基督徒” （西班牙文“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 Ｎｕｅｖｏ”、葡文“Ｃｒｉｓｔãｏ⁃Ｎｏｖｏ”、英文“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一词时，专指伊比利亚半岛上改宗天主教后的犹太人及其散落世界的后裔。 所谓的“秘密犹太人” （Ｃｒｙｐｔｏ⁃
Ｊｅｗ）或“马拉诺”（Ｍａｒｒａｎｏ）则指新基督徒中仍然秘密信仰犹太教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新基督徒仍暗行犹
太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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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外国，半数迁徙至法兰西、纳瓦拉（Ｎａｖａｒｒｅ）、非洲、意大利、埃及乃至奥斯曼帝国，另外半
数则进入宗教氛围相对宽容的邻国葡萄牙。①

与西班牙不同，葡萄牙在 １４９６ 年之前几乎未曾出现过一件值得着墨的反犹事件。 犹太人
在葡萄牙国内的活动不但得到官方认可，而且受到法律保护。 早在勃艮第王朝（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Ｂｕｒｇｕｎｄｙ，１１４３—１３８３ 年）时期，王室的财政官员、银行家和税款包收人，基本上都由犹太人担
任。② 因而，当 １４９２ 年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前往葡国避难时，葡萄牙国王深谙其中经济利
益，不仅没有封锁边界，反而从中收取入境费等各项税费，准许犹太人短居或永住。 其中，仅
６００ 户西班牙犹太家庭为永久居住权支付的金额就高达 ６ 万克鲁扎多（ｃｒｕｚａｄｏｓ）。③

起初，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Ｍａｎｕｅｌ Ｉ，１４９５—１５２１ 年在位）对犹太人尚属宽宥。 然而
在 １４９６—１４９７ 年，考虑到要与西班牙王室联姻，葡王颁发《驱逐异教徒法令》 （Ｄｅｃｒｅｔｏ ｄｅ
Ｅｘｐｕｌｓãｏ ｄｏｓ Ｈｅｒｅｇｅｓ） 等一系列法令，明令犹太人改宗天主教，否则必须在 １０ 个月内离境，１４
岁以下的犹太人则不得离境、必须无条件改宗。④ 为进一步达成政治联姻的目的，又不致精英
团体流散他地，１４９７ 年 ３ 月国王将犹太人离开的港口限定在里斯本、波尔图和阿尔加维（Ａｌ⁃
ｇａｒｖｅ）三地。 之后，为了尽量迫使犹太人改宗、留在本国，又将出发港缩小至里斯本一处。 到
１４９７ 年 ５ 月底，２ 万余犹太人聚集于里斯本港口等待离开之时，一批僧侣突然将圣水灌于犹太
人头顶，以达到强行施洗的目的。⑤ 由此，葡萄牙的本土“新基督徒”群体开始集中出现。
随后 ４０ 年间，着眼于经济等其他因素，葡萄牙对新基督徒的政策仍然较为宽容，葡王分别

在 １５０７ 年、１５２４ 年颁发法令，禁止其他群体歧视新基督徒。 在社会各阶层中，尤其是在商人、
手工业者等中层群体间的新、旧基督徒通婚现象尤为普遍，以致到 １６ 世纪末期，半数乃至三分
之二的葡萄牙人皆有希伯来血统。⑥

不过，在 １６ 世纪 ３０ 年代，葡萄牙社会中的仇犹情绪再度激化，新基督徒亦不再得到国王
庇护。 在距离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成立（１４７８ 年）近半个世纪之后，葡萄牙王室也在 １５３６ 年引
入宗教裁判所，这等于是宣告新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已无安身立命之所。 因远离宗教裁判
所驻地，随地理大发现而开辟出来的“西属西印度”（Ｉｎｄｉａ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ｓ）和“葡属东印度”（Ｉｎ⁃
ｄｉａ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⑦成为众多犹太人的宗教避风港。
犹太人远徙海外，并非突发奇想。 除拥有商业资本之外，西班牙中层社会的犹太人还继承

了阿拉伯人遗留的航海知识。 １４９２ 年后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中有大批天文学家和占星
家。⑧ 譬如，奠定葡萄牙大西洋航行理论基础的亚伯拉罕·萨库托（Ａｂｒａｈａｍ Ｚａｃｕｔｏ）就是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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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４， ｐ．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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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Ｈｅｒｃｕｌａｎｏ，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ａ Ｏｒｉｇｅｍ ｅ Ｅｓｔａｂｅｌｅｃｉｍｅｎｔｏ ｄ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ｅｍ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Ｔｏｍｏ Ⅰ， ｐｐ． １２２ － １２３；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ｚ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 ２７．
Ｃ． Ｒ． Ｂｏｘ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ｅａｂｏｒ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４１５ － １８２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Ｃｏ． Ｌｔｄ． ， １９７７， ｐ． ２６６．
东、西印度的划分起源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航海发现，以及两国签订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Ｔｏｒｄｅｓｉｌｌａｓ） 、《萨
拉戈萨条约》 （Ｓａｒａｇｏｓｓａ） 等一系列条约。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１６４８，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１７， ｐｐ． ８４ － １９８．
艾仁贵：《犹太人对地理大发现的贡献和参与》，《世界民族》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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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１４９７ 年达伽马的印度航行以及 １５００ 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
（Ｐｅｄｒｏ Áｌｖａｒｅｓ Ｃａｂｒａｌ）对巴西的“发现”，皆基于萨库托的理论。① 而在西班牙人向大西洋以西

的探索发现中，犹太人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很可能是一名新基督
徒②；而他首次探险的主要投资人、王室财政大臣路易斯·德·桑坦格尔（Ｌｕｉｓ ｄｅ Ｓａｎｔáｎｇｅｌ）也
是新基督徒。③ 另外，据称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个欧洲人路易斯·托雷斯（Ｌｕｉｓ ｄｅ Ｔｏｒｒｅｓ）也
拥有犹太血统④；而巴西最早的蔗糖种植，也被认为是由新基督徒从马德拉群岛引入的⑤。
伴随新航线的东拓与西进，越来越多的新基督徒涌入并扎根东、西印度的诸多港口。 葡属

印度科钦城生活着大批犹太人，还建有众多犹太教堂，是西、葡新基督徒重操犹太礼仪的重要
场所。⑥ １５４３ 年 １ 月 ６ 日，代理主教米格尔·瓦斯（Ｍｉｇｕｅｌ Ｖａｚ）于科钦致信国王，称当地已经
有大量新基督徒。⑦ １５４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耶稣会士沙勿略（Ｆｒａｎｃ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在写给葡萄牙国王若
奥三世（Ｊｏãｏ Ⅲ）的信中提议，为确保葡属东印度信徒的虔诚，应当在那里成立宗教裁判所，
“因为有众多信徒竟遵行摩西律或摩尔人的信条，对天主毫无敬意，安然生活于可耻的世俗生
活之中。 而这些人的数量众多，散布于（葡属印度）所有要塞”。⑧ 西属印度的美洲地区面临同

样的问题，犹太人成为西班牙人征服和殖民墨西哥的重要力量。 为防事态失控，西班牙国王先
后在 １５０１ 年、１５１８ 年下达禁令，禁止新基督徒前往西属印度。⑨

王室对新基督徒海外移民的关注与担忧或许来自于两个层面，除了怀疑奉行犹太礼仪的
“秘密犹太人”会影响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之外，他们还担心大量位居社会中层、掌握雄厚资
金的新基督徒商人的外逃，将影响本土经济的发展。 为此，１５６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葡萄牙国王规
定：若无国王许可，任何“希伯来人”（ｐｅｓｓｏａ ｄａ ｎａçãｏ ｈｅｂｒêａ）皆不得去往葡属印度，或者他们
可以缴纳不少于 ５００ 克鲁扎多的押金，并在一年内回国；若未返回，这笔押金不予退还。􀃊􀁉􀁒 次

年 ３ 月 ２０ 日，国王再度下令：若无国王签署的许可文书，任何新基督徒（ｃｈｒｉｓｔãｏ ｎｏｖｏ）不得前
往印度，若违抗必将其囚禁，没收全部财物。􀃊􀁉􀁓

为进一步处理犹太人问题，从属于葡、西两国的果阿和墨西哥也分别于 １５６０ 年和 １５７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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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Ｕｃｈｍａｎ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５２１ － １６６０，” Ｐａｏｌ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ｉｅｒｉｎｇ ｅｄｓ． ，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１４５０ － １８００， ｐ． １８７．
Ｓａｎｄｅｒ Ｌ． Ｇｉｌｍａｎ，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ａｎｄｅｒ Ｌ． Ｇｉｌｍａｎ ＆ Ｚｈｏｕ Ｘｕｎ ｅｄｓ． ， Ｓｍｏｋ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４， ｐ． ２７８；艾仁贵：《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世界历史》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ｉｚｎｉｔｚｅ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Ｓｕｇ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Ｂｒａｚｉｌ， ”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８（３）， １９５６；艾仁贵：《港口犹太
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世界历史》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Ｓａｒａｉｖａ，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ｎｏ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１５３６ － １７６５， ｐ． ３４８．
Ａｎｔóｎｉ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Ｒｅｇ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çãｏ ｐａｒａ 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ａｓ Ｍｉｓｓõｅｓ ｄｏ Ｐａｄｒｏａｄ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ｄｏ Ｏｒｉｅｎｔｅ， Íｎｄｉａ， ｖｏｌ． ２ （１５２３ －
１５４３）， Ｌｉｓｂｏａ： Ｄｉｖｉｓãｏ 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çõｅｓ 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１９４９， ｐ． ３３８．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ｃｋｉ Ｓ． Ｊ． ，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 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ｉ Ｘａｖｅｒｉｉ Ａｌｉａｑｕｅ ｅｉｕｓ Ｓｃｒｉｐｔａ， ｖｏｌ． １， １５３５ － １５４８， Ｒｏｍａ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 Ｉｅｓｕ， １９４４， ｐｐ． ３４６ － ３４７．
Ｅｖ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Ｕｃｈｍａｎ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５２１ － １６６０，”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ｐ． １８７ － １８８；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Ｉｎｄｉ⁃
ａｓ， Ｉｎｄｉｆｅｒｅｎｔ， ４２０， Ｌ． ８， ｆｌｓ． ９２ｖ － ９３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Ｒｅａｌ ｄ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ｄｅ Ｌｉｓｂｏ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Ｒｅｍｅｔｔｉｄｏｓ ｄａ Ｉｎｄｉａ ｏｕ Ｌｉｖｒｏｓ ｄａｓ Ｍｏｎçõｅｓ， Ｔｏｍｏ Ⅱ， Ｌｉｓｂｏａ： 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
ｉａ ｄ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Ｒｅａｌ ｄ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１８８４， ｐｐ． ２１５ － ２１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Ｒｅａｌ ｄ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ｄｅ Ｌｉｓｂｏ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Ｒｅｍｅｔｔｉｄｏｓ ｄａ Ｉｎｄｉａ ｏｕ Ｌｉｖｒｏｓ ｄａｓ Ｍｏｎçõｅｓ， Ｔｏｍｏ Ⅲ， Ｌｉｓｂｏａ： 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
ｉａ ｄ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Ｒｅａｌ ｄ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１８８５， ｐｐ． ５１０ －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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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宗教裁判所。 据不完全统计，仅 １５６１ 年至 １６２３ 年，果阿宗教裁判所处理的案子就达到
３ ８００例，其中犹太人案例数为 ３４２ 例，占比 ９％ 。① １５７１—１７００ 年间被墨西哥宗教裁判所起诉
的犹太人约为 ３２４ 人，占所有被起诉案例的比重约 ６． ８％ 。②

面对日趋严峻的宗教迫害与经济管控，犹太人只得继续寻找相对安全的地区。 除去小部
分新基督徒为积极开发“新市场”主动离开果阿、墨西哥等地之外，更多的新基督徒则是为了
躲避宗教制裁，不得不跟随“地理大发现”的脚步继续向东、西印度的边缘地区行进，最终抵达
马六甲以东、菲律宾以西的东亚海域。

二、犹太商人的东亚海贸网络与世界市场

继 １５１０ 年占领印度果阿之后，葡萄牙人又在次年占领通向东亚海域的要塞马六甲。 葡商
从此活跃于马六甲以东海域，遂有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中葡官方交往，以及 ４０ 年代葡萄牙人对
日本的“发现”。 而犹太商人亦混迹其中，开始融入并主导东亚的海上贸易。
因史料缺乏，我们很难查知在这数十年内的诸多事件中新基督徒的参与度究竟有多高。

不过，考虑到沙勿略在 １５４６ 年的抱怨之词，个别新基督徒已出现在东亚的海港是确有可能的。
而十余年后的 １５５７ 年，广东官方对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默许，又为葡人以及犹太人在中国东
南沿海的聚集提供了便利条件。
经由 ２０ 余年的发展，聚居于澳门的新基督徒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１５７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果

阿耶稣会士费尔南多·德·梅内塞斯（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ｅ Ｍｅｎｅｓｅｓ） 在给时任耶稣会总会长、“新基
督徒反对派”（ａｎｔｉ⁃ｃｏｎｖｅｒｓｏ）代表人物埃弗拉德·麦古里（Ｅｖｅｒａｒｄ Ｍｅｒｃｕｒｉａｎ）的信中提到：

在中国的一个镇（ｐｏｖｏａçãｏ，即澳门）里，我们拥有 ６００ 人口。 ……令人惊奇的
是，镇里的葡萄牙人秘密地请求中国官员准许他们建造房子和一处隐秘的处所，以供
他们做一些仪式，因为在这里，若没有最高长官海道（Ａｉｔａｏ）的授权，无人敢建房。 海
道已经询问要求建房的人是何许人。 但是，我并不因此感到惊奇，因为镇子里的新基
督徒超过 ３００ 名，他们并非真诚的天主教徒，在葡萄牙和印度，每天都要烧死这样
的人。③

若梅内塞斯所言非虚，那么 １５７９ 年中国澳门社会中的犹太人数量已超过葡萄牙人口的半
数。④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定 ３００ 余名新基督徒中每一位的姓名，但其中仍有数位声名显赫
的商人历历可考。 例如，多明戈斯·蒙泰罗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安东尼奥·加尔塞斯
（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ａｒｃêｓ）、巴托洛梅·瓦斯·兰代罗（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 Ｖａｚ Ｌａｎｄｅｉｒｏ），以及兰代罗的两位外
甥塞巴斯蒂安·若热（Ｓｅｂａｓｔｉãｏ Ｊｏｒｇｅ）和文森特·兰代罗（Ｖｉｃｅｎｔｅ Ｌａｎｄｅｉｒｏ）等人，都是中国澳
门以及东亚海贸中的重要人物。
在 １６ 世纪中后期的东亚海贸中，“中国澳门—日本”航线的交易量最大、金额最高。 英国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Ｓａｒａｉｖａ，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ｎｏ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１５３６ － １７６５， ｐ． ３４６．
Ｊｏｈｎ Ｆ． Ｃｈｕｃｈｉａｋ Ⅳ，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Ｓｐａｉｎ， １５３６ － １８２０：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ｐ． ３４７ － ３４８．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ｃｋｉ Ｓ．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１， Ｒｏｍａ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 Ｉｅｓｕ， １９７０， ｐｐ． ７３０ － ７３１．
有学者指出，在澳门建立犹太教堂这类传言或许有夸大之嫌。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Ｓｏｙ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ｓ’： 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ｆｒｏｍ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ｔｏ Ｍａｃａｕ，”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ｏｓ Ｓｅｆａｒｄｉｔａｓ， １９（２），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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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家拉非·费奇（Ｒａｌｐｈ Ｆｉｔｃｈ）曾记述“葡萄牙人从澳门运送大量白丝、黄金、麝香和瓷器到
日本，之后只从那里运走白银……赚取 ６０ 万克鲁扎多”。① 为掌控获利巨大的海上贸易，王室
和果阿当局通常会任命独占“中国澳门—日本”航线航行权和贸易权的船队首领。 这些被称
为“加必丹末”（ｃａｐｉｔãｏ － ｍｏｒ）的商人或贵族不仅负责管理途经港口的行政事务，而且还是葡
萄牙与中、日两国交往的官方代表。② 如此重要的职位，其担任者在 １５７６ 至 １５７８ 年以及 １５８６
年中是犹太后裔蒙泰罗；１５８２ 年的加必丹末是早在 １５７１ 年就已居留澳门的加尔塞斯。③ 而在

１５８１ 年从中国澳门驶往日本的两艘大帆船中，有一艘大型中式帆船的船长就是巴托洛梅·兰
代罗。④ 次年（１５８２ 年）从中国澳门驶往日本的两艘船只也均为兰代罗个人所有。⑤

在 １６ 世纪的东亚海上贸易中，兰代罗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是东亚海域诸多重
要事件的参与者和主导者。 西方人首次踏足台湾岛，正是乘坐他的船只；１５８０ 年，他又协助明
政府围剿海盗林道乾。⑥ 曾在 １５８２ 年由西属菲律宾访问中国、与兰代罗交往甚密的西班牙籍
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Ａｌｏｎｓｏ Ｓａｎｃｈｅｚ）在事后留下的报告中称，兰代罗是当时澳门极为富
有和重要的商人，而且与加必丹末加尔塞斯私交甚好。 桑切斯还告诉我们：“兰代罗的船上有
许多日本人，这些人称他为葡萄牙人的国王（ｅｌ Ｒｅｙ ｄｅ ｌｏｓ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 日本的大名也的确这
样接待他。”⑦

尚不清楚兰代罗是否真的被日本人如此推崇，但东亚海域的另一条重要航线，即“澳门—
马尼拉”航线的开通，的确与兰代罗等新基督徒商人密切相关。 在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１５７１
年）后，该港口迅速成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绸、瓷以及东南亚香料交易的重要中转港。 当
１５８２ 年桑切斯将西葡合并的消息带至澳门，并要求澳门当局效忠新王之后，澳门的新基督徒
和耶稣会士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巨大商机。 宣誓效忠后不久，远东耶稣会最高领导人范礼安
就与兰代罗商议，决定由他派船将桑切斯送回马尼拉。 在随船带给菲律宾总督的书信中，范礼
安高度赞赏兰代罗，期望总督给予相关协助，同时还意味深长地暗示，兰代罗此后可以“指挥
更大型的船只，多次前往马尼拉”。⑧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ｈｎ Ｐｉｎｋｅｒｔ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９，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Ｈｕｒｓｔ， Ｒｅｅｓ， Ｏｒｍｅ，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Ｃａ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ｄ， １８１１，
ｐ． ４２２．
也译作“甲比单末”“加必丹”等名，本文取《明史》所载“加必丹末”一名。 参见张廷玉等：《外国传六·佛郎机》，《明史》
卷三二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８４３０ 页；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
第 ４ － ６ 页；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１５ － １６ 世纪）》，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４３ － ２４４ 页。
Ｌｉｓｔａ ｄｏｓ Ａｎｎｏｓ， Ｖｉａｇｅｎｓ， ｅ Ｃａｐｉｔãｅｓ Ｍｏｒｅｓ ｄｏ Ｔｒａｔｏ ｄｅ Ｊａｐãｏ（１５４９ － １６３９），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ｄａ Ａｊｕｄａ， Ｊｅｓｕíｔａｓ ｎａ Áｓｉａ， Ｃóｄ． Ｍｓ．
４９ － ＩＶ － ６６， ｆｌｓ． ４１ｖ － ４２ｒ． ； 谟区查：《葡萄牙贵族在远东———澳门历史中的事实与逸闻（１５５０ － １７７０）》，澳门：澳门大
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４ 页。 加尔塞斯早在 １５７１ 年前就已居住在澳门，直到 １６２５ 年时仍生活在澳门的圣安东尼堂
区。 Ａｒｒｅｚｏａｄｏ Ｓｏｂｒｅ ａ Ｒｅｓｐｏｓｔａ ｄａ Ｃｉｄａｄｅ ａ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ｏ ｄａ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Ａｃｅｒｃａ ｄａ Ｊｌｈａ Ｖｅｒｄｅ， ｐａｒａ ｓ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ｒ ｏ Ｄｅｒｅｉｔｏ ｑｕｅ ｏｓ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ｚｅｓ Ｔｅｍ ｎａ Ｃ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Ｍａｃａｏ，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ｄａ Ａｊｕｄａ， Ｊｅｓｕíｔａｓ ｎａ Áｓｉａ， Ｃóｄ． Ｍｓ． ４９ － Ｖ － ４． ｆｌ． １１ｒ； Ｅｌｓａ Ｐｅｎａｌｖａ，
Ｍｉｇｕｅ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Ｌｏｕｒｅｎçｏ， ｅｄｓ． ， Ｆｏｎｔｅｓ ｐａｒａ 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ｎｏ Ｓéｃｕｌｏ ⅩⅤⅡ， Ｌｉｓｂｏａ： ＣＣＣＭ， Ｉ． Ｐ． ， ２００９， ｐ． １７８．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ｏ， Ｓｕｍａｒｉｏ ｄｅ ｌａｓ Ｃｏｓａｓ ｄｅ Ｊａｐｏｎ （１５８３） ， Ｔｏｋｙｏ： Ｓｏ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５４， ｐ． ３３６．兰代罗及其族人于
１５５７ 年抵达东印度，或因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调查于 １５７０ 年左右开始居留澳门。
Ｃ． Ｒ． Ｂｏｘ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ｈｉｐ ｆｒｏｍ Ａｍａｃｏｎ， Ｍａｃａ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１９８８， ｐ． ４１．
《督抚疏议》《万历武功录》记其为“船主啰鸣冲呅呧呶”。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ｒｙａｎ Ｓｏｕｚ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１６３０ － １７５４， Ｃａｍｂｒｉ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３６； 汤开建、
周孝雷：《澳门开埠之初（１５６４ － １５８０）葡萄牙人对三次中国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处理》，《海交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ｏｌ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ｓ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ｏｓ ｄｅ ｌｏｓ Ｃｏｍｐａñｉａ ｄｅ Ｉｅｓｖｓ， Ｆｖｎｄａｃｉｏｎ， 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ｓ ｄｅ 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ｅｎ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ｖｏｌ． １，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Ｉｍｐｒｅｔａ ｙ Ｌｉｔｏｇｒａｆｉａ ｄｅ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ｙ Ｃｏｍｐａñíａ， １９００， ｐｐ． ２８７，３０１．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Ｖａｌｅｇｎｏ ａ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Ｒｏｎｑｕｉｌｌｏ ｄｅ Ｐｅñａｌｏｓａ，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Ｉｎｄｉａｓ， Ｐａｔｒｏｎａｔｏ ２４， Ｒ．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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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因病不能远行的兰代罗指派他的外甥巴斯蒂安·若热率船前往菲律
宾，若热于 ３ 月 ２７ 日抵达马尼拉，①完成了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首次官方航行。 此次交易使
葡萄牙商人在获得不菲利润的同时又满足了菲律宾的货物需求，从而马尼拉当局希望葡人每
年都向菲律宾运输货物，②澳马贸易关系就此得以正式确立。 次年（１５８４ 年），兰代罗又亲自
率领船只，应约赴马尼拉贸易，③从而巩固了美洲白银流入明代中国的又一关键渠道。
或许是为了将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及其跨太平洋航线纳入犹太商人构建的贸易网络，初抵

马尼拉的巴斯蒂安·若热还向西班牙当局出示过一份兰代罗在其他地区的贸易“代理人”
（ｐｒｏｃｕｒａｄｏｒｅｓ）名单。 除已有论及的新基督徒加尔塞斯、巴斯蒂安·若热之外，名单另列有 ９
位贸易代理人。④ 有研究指出，当时在以兰代罗为核心的贸易网络中，除日本、中国澳门、马尼
拉以外，还包括暹罗、真腊、帝汶、第多列（Ｔｉｄｏｒｅ）、特尔纳特（Ｔｅｒｎａｔｅ）等国家和地区。⑤ 如果

说加尔塞斯是兰代罗从事中国澳门与日本贸易的合伙人，巴斯蒂安·若热是澳马贸易方面的
代理人，那么名单上的其他人就很可能负责东南亚区域的贸易事务。 由此看来，早在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犹太商人以族群关系为纽带、以商品和市场为核心的区域性贸易网络，已经涵括了马
六甲以东海域的绝大部分商业港口。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注定要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节点。 １５８１ 年的西葡合并，在改变欧
洲政局的同时也影响到东方，促使原本就互有往来的东、西印度进一步消除了各自为政的政治
隔阂，商品与人员的流动更加频繁。 在此背景下，东亚海域的区域性贸易也在犹太商人的参与
和引导下，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另一位葡籍犹太后裔迪奥戈·费尔南德斯·维托里亚（Ｄｉｏｇ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Ｖｉｔóｒｉａ）构建的贸易网络极具代表性。 维托里亚出身于波尔图一个声名显赫的犹太家族，族中
有不少长辈受到过宗教裁判所的惩罚。 因此，１６ 岁的维托里亚离乡前往果阿，后为继续躲避
宗教裁判所惩罚，他又经马六甲于 １５８０ 年抵达马尼拉。 不久，维托里亚与菲律宾的“旧基督
徒”家族联姻，顺利融入马尼拉寡头政治集团，涉足大帆船贸易。⑥

根据一份 １５８６ 年自马尼拉发往美洲的货物清单，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发现维托里亚发往
美洲的货物以黄金、生丝、布匹和蜡为主。 在清单所列的 １９３ 条记录中，归属他名下的货物占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５５０ － １５９０，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 Ｌａｎｄｅｉｒｏ， ｐ． ５８．
桑切斯称：“葡萄牙人满意地离开，决定每年都带着马尼拉急需的货物来贸易。 ……因为虽然每年都有不少中国船只到
来，但是所带货物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与葡萄牙人从广州带过来的相比。 而且中国人发现自己处于垄断地位，只想
交换黄金。”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Ｖｉａｊｅ ｄｅｌ Ｊｅｓｕíｔａ Ａｌｏｎｓｏ Ｓ􀅡ｎｃｈｅｚ ａ ｌａ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８３，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Ｉｎｄｉ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７９， Ｎ． １０；
Ｐ． Ｐａｂｌｏ Ｐａｓｔｅｌｌｅｓ， Ｓ． Ｊ． ， Ｌａｂｏ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ｓ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ｏｓ ｄｅ ｌｏｓ Ｃｏｍｐａñｉａ ｄｅ Ｉｅｓｖｓ， Ｆｖｎｄａｃｉｏｎ， 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ｓ ｄｅ 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ｅｎ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ｖｏｌ． １， ｐ． ３０１．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５５０ － １５９０，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 Ｌａｎｄｅｉｒｏ， ｐ． １０１．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５５０ － １５９０，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 Ｌａｎｄｅｉｒｏ， ｐ． ５９．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ｌａｖｅｓ， Ｌｅｉｄ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８， ｐ． ５０；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Ｊｕｄａｅ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ｏ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ｃａｏ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ｌ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８（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２ － １３．
Ｅｖ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Ｕｃｈｍａｎｙ，“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ｖａ 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ａ Ｕｃｈａｍａｎｙ， Ｉｎｄｉａ⁃Ｍｅｘｉｃｏ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０３，ｐｐ． ９４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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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条。① 单论货物数量而言，维托里亚已可称为马尼拉的大商人。 厥后，在宗教裁判所调查维
托里亚期间，马尼拉当局于 １５９８ 年发现维托里亚投资于马尼拉和墨西哥一线的贸易金额高达
４５ 万克鲁扎多。② 如柏亚金指出的，假若维托里亚的情况反映了新基督徒在马六甲以东海域
的贸易情况，那么新基督徒在 １６ 世纪 ９０ 年代几乎控制了中国澳门与菲律宾贸易的半数份额，
以及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份额的三分之一。③

另据柏亚金整理得出的信息，该时期维托里亚构建的贸易网并不局限于西属印度的马尼
拉和墨西哥等地，他的贸易货物主要包括生丝、绸缎、棉布、丁香、奴隶、肉桂、钻石、红宝石、珍
珠、毛毯、麝香和黄金等；他直接投资的市场也已经与之相应地涵括了东非的莫桑比克、蒙巴萨
岛，南亚的科罗曼德尔、锡兰、马拉巴尔、古吉拉特、坎贝（Ｃａｍｂａｙ）、信德（Ｓｉｎｄｈ）、孟加拉、奥利
萨（Ｏｒｉｓｓａ），东南亚的勃固（Ｐｅｇｕ）、暹罗、马六甲、摩鹿加群岛，以及中国和日本等地。④ 由此看

来，在其前辈兰代罗的基础上，维托里亚已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新基督徒商人的贸易网络，将
东亚海域与西边的印度洋海域、非洲地区，以及东边的美洲地区连接并整合在一起。⑤

除上述生丝、香料等畅销商品之外，犹太商人间的商业与家族联系也是推动早期世界市场
发展的重要力量。 譬如，在前述 １５８６ 年马尼拉货物清单中，维托里亚在美洲的货物接收人约
有 １４ 名，除了他的表兄弟、同为新基督徒商人的加农·弗兰西斯科·德·帕斯（Ｃａｎｏ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Ｐａｚ）之外，还有主要从事大西洋“黑三角贸易”的商人安东尼奥·努内斯·卡尔德拉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ｕñｅｚ Ｃａｌｄｅｒａ）和墨西哥的大商人巴托洛梅·加农（Ｂａｒｔｏｌｏｍé Ｃａｎｏ）。⑥ 根据 １５９８ 年
的相关文献，宗教裁判所还发现墨西哥新基督徒商人阿尔瓦罗·罗德里格斯·阿泽维多
（Áｌｖａｒ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ｄ’Ａｚｅｖｅｄｏ）、 阿丰索·马丁斯（Ａｆｏｎｓｏ Ｍａｒｔｉｎｓ）和弗兰西斯科·帕乔（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 Ｐａｃｈｏ）也是维托里亚的贸易合伙人。⑦ 更重要的是，阿泽维多与塞维利亚的新基督徒
瑞·费尔南德斯·佩雷拉（Ｒｕｙ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Ｐｅｒｅｉｒａ）多有通信和贸易往来。 除了美洲贩奴大商
人的身份之外，这位佩雷拉还是新基督徒大家族蒂诺科（Ｔｉｎｏｃｏ）家族的核心成员。 该家族的
成员广布塞维利亚、里斯本、波尔图、阿姆斯特丹、汉堡等欧洲大型贸易港口。⑧

又如，维托里亚与东印度的新基督商人亦有诸多往来。 曾在 １５８２ 年担任中日航线加必丹
末的加尔塞斯，是维托里亚从事中国澳门、果阿一线贸易的合作人，负责从果阿购买钻石、黑
奴、棉布、毯子等货物销往菲律宾。⑨ 另外，与维托里亚通信与贸易的马六甲商人还有若
奥·奥利维拉（Ｊｏãｏ ｄ’Ｏｌｉｖｅｉｒａ）、迪奥戈·迪亚斯（Ｄｉｏｇｏ Ｄｉａｓ）和迪奥戈·若热（Ｄｉｏｇｏ Ｊｏｒｇｅ）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Ｍｅｒｃａｄｅｒíａｓ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Ｇａｌｅóｎ “Ｓａｎ Ｍａｒｔíｎ”，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Ｉｎｄｉａｓ， Ｐａｔｒｏｎａｔｏ ２５， Ｒ． ２９．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７８．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７８．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７９．
另外，从深度上而言，犹太商人的资金已经进入中国内地。 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调查结果，维托里亚在 １５９７ 年曾向 Ｑｕｉｎ⁃
ｇｏ，Ｔｕｎｃｈｕａｎ和 Ｓｉｕｑｕｙ等数位中国商人（ｓａｎｇｌｅｙ）预付大笔白银，用于在中国采购货物。 譬如，裁判所在 １５９８ 年 ７ 月察
知维托里亚支付 Ｑｕｉｎｇｏ ４ ６９３ 比索（ ｐｅｓｏ）６ 多幦（ ｔｏｍíｎ）的白银用于在广东采购华货。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ｌａ Ｎａｃíｏｎ，
Ｉｎｑｕｉｓｉｃｉóｎ， ｖｏｌ． １６２， ｆｌ． ９３８；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７７．
Ｅ． Ｅ． Ｒｉ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 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Ｃ． Ｈ．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ｐ． ３３０； Ｊｏｓé Ｌｕｉｓ Ｇａｓｃｈ⁃Ｔｏｍáｓ，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Ｇａｌｌｅｏｎ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５６５ － １６５０，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８， ｐ． ９６．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７６．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２５６．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８１．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三
期

等人。① 他们可能正是维托里亚在科罗曼德尔、锡兰、马拉巴尔、古吉拉特等地贸易的主要合
作商。 因而，印度学者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在分析新基督徒的大西洋、印度洋等网络之后，
称“１５８０—１６３０ 年的半个世纪里兴起的新基督徒贸易网和国家财力，包围了全球”②。
犹太人的这种全球性商业联系，并非只是当下全球史研究者乐道的话题，事实上，在当时

就已经被王室察知和利用。 进入 １７ 世纪，全球各地的宗教迫害促使各地区新基督徒联合起来
向教宗寻求庇护，之后他们赢得了 １６０４ 年的“宗教大赦” （ｏ ｐｅｒｄãｏ ｇｅｒａｌ）。③ 然而，由于罗马
教廷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教宗的大赦令若无世俗政权的认同，将毫无意义。 兼任西、葡两国
国王的菲利普三世不忘乘机从中赚取巨额“赎金”，以总价 １７０ 万克鲁扎多的价格，向犹太人
出售赦免书，赦免期为 １０ 年（１６０５ 年 ３ 月至 １６１５ 年 ５ 月）。
需注意的是，这笔巨额赎金最后分摊到全球各地的新基督徒社团：里斯本商人社团负责支

付其中的 ７１８ ３７７ 克鲁扎多，葡萄牙其他地区的新基督商人负责 ７３６ ０５３ 克鲁扎多，西班牙社
群负责 ２００ ０００ 克鲁扎多，新西班牙和巴西共同承担 ８７ ０３５ 克鲁扎多，葡属印度和远东地区共
同承担 ７５ ０００ 克鲁扎多。④ 尚不清楚犹太商人们如何高效地组织并调动全球各地的新基督徒

社团，最终使赎金收缴额达到计划额度的 ９１％ ，但可以确定，正是由于全球犹太族群的密切联
系，才使得这一摊派方案几乎达到锱铢必较的精细程度。
还必须补充的是，未能收缴的赎金总计达 １５０ ７７５ 克鲁扎多，其中西班牙地区的社团欠款

７４ ２２５ 克鲁扎多，葡属印度和远东地区的新基督徒商人则干脆拒绝。 尤其是中国澳门的犹太
社团为了拒绝缴纳，甚至不惜发动暴乱。⑤

三、犹太商人与澳门社会的权力结构

犹太商人在东亚海贸中的非凡建树有许多原因，除了商业天赋、族群联系以及东亚海域的
特殊环境外，还离不开他们在居留地的自治权力构建。
由于伊比利亚半岛宗主国的力量所限，王室管辖海外属地的强弱程度几乎与它们之间的

距离近远成正比。 正是由于葡属印度的果阿、科钦等地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高度自治权，大批
的犹太后裔才敢迁徙至此。 而随着东印度属地的向东扩展，原本就算不上强势的帝国势力更
趋薄弱，这一现实不仅使得孟加拉湾地区的犹太商人敢于暴动，迫使果阿宗教裁判所妥协⑥，
也导致位于东方尽头的中国澳门在宗教和世俗等层面具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
在分析 １６ 世纪欧洲人在东亚海域的利益角逐时，学者们总会论及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上极

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修会，尤其是负责东亚传教事务的耶稣会士。 但必须指出的是，创立之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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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８０．
Ｓａｎｊａｙ 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ｍ，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１５００ － １７００，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 １２４ － １３０．
关于宗教大赦的研究，参见 Ａｎｔóｎｉｏ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Ｍａｒｑｕｅｓ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 “ Ｏ Ｐｅｒｄãｏ Ｇｅｒａｌ ｄｅ １６０５，” 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ｓ Ｊｏｒｎａｄａｓ ｄｅ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ｏｌ． ２， Ｌｉｓｂｏａ： 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Ｍｏｄｅｒｎａ， １９８６， ｐｐ． ８８５ － ８９８．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ｐ． ９２ － ９３．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ｅｒｅｚ
Ｇａｒｃｉａ，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ｅｄ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ｐ． １９４ － １９６．
１５９７ 年当地新基督徒发起暴乱，果阿宗教裁判所不得已妥协，颁发赦免法令，提出新基督徒商人只要重新回到葡属印
度，就不再追究其信仰问题。 Ａｎｔóｎｉｏ Ｂａｉãｏ， 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ｄｅ Ｇｏ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êｎｃｉａ ｄｏｓ Ｉｎｑｕｉｓｉｄｏｒｅｓ ｄａ Íｎｄｉａ （１５６９ －
１６３０）， Ｌｉｓｂｏ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ｄａｓ Ｃｉêｎｃｉａｓ， １９３０， ｐ．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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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是当时唯一接纳新基督徒入会的宗教团体，所谓的“血统纯净”律条并未得到耶稣会认
可，耶稣会第二任总会长迪奥戈·莱内斯（Ｄｉｅｇｏ Ｌａíｎｅｚ）本人也是一名新基督徒。 在当时的情
境中，加入这个修会不仅可以标榜信仰纯正，而且还能够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调查。 正因为如
此，波兰学者马里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Ｍａｒｙｋｓ）才在他的专著中称，该时期的耶稣会是新基
督徒的天堂。①

另据相关研究，１５６５ 年葡属印度耶稣会士中有 ２０ 名新基督徒，占比约 １０％ ；被视察员范
礼安委以重任的耶稣会日本丰后（Ｂｕｎｇｏ）上长西班牙人佩德罗·戈麦斯（Ｐｅｄｒｏ Ｇóｍｅｚ）、耶稣
会中国澳门圣保禄学院的院长葡萄牙人孟三德（Ｄｕａｒｔ ｄｅ Ｓａｎｄｅ）都是新基督徒。②因此，当时的
耶稣会士与新基督徒之间有着不便公开言说的关系。③

在加入日本耶稣会的犹太商人中，葡萄牙人路易斯·德·阿尔梅达（Ｌｕíｓ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最
为知名。 阿尔梅达，１５２５ 年生于葡萄牙，１５４８ 年 ３ 月前往葡属印度从事贸易，１５５２ 年首次访
问日本，１５５６ 年在日本加入耶稣会，随后以其擅长的医学知识为耶稣会的传教事业服务，被后
人视为将西方医术传入日本的第一人。④ 阿尔梅达的犹太血统并非机密，在 １５５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曾担任日本教区最高上长的弗兰西斯科·卡布拉尔（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ｂｒａｌ）就毫不隐讳地指出阿尔梅达的新基督徒身份。⑤

阿尔梅达加入耶稣会的原因很多，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可能与教会的经费长期不足有
关。 除了澳门葡商的不断捐赠，阿尔梅达入会时也捐赠了四五千杜卡特，用于修会的商业经
营。⑥ 卡布拉尔在多年后（１５７１ 年）的回忆中坦承，正是这笔资金，开启了耶稣会在“日本和中
国间的罪恶商业活动”。⑦

关于这笔资金的运作，范礼安在 １５９８ 年说，“阿尔梅达指示……这 ４ ０００ 杜卡特可经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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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Ｍａｒｙｋｓ，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 Ｏｒｄｅｒ ａｓ Ａ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 ｏｆ Ｊｅｗｓ，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ｃ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ｔｙ⁃ｏｆ⁃Ｂｌｏｏｄ 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０，ｐｐ． ９０ － １１５．
Ｍａｒｃ Ｒａｓｔｏｎ， Ｓ． Ｊ． ，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ｔｏ Ｆ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ｉｃｈｅｌ Ｓ． Ｊ． ，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１６；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ｃｋｉ Ｓ．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ｖｏｌ． ９， Ｒｏｍａ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 Ｉｅｓｕ， １９６６， ｐ． ２２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ｃｋｉ Ｓ．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１， ｐ． ７３５． １５７２ 年第三任总会长西班牙人博尔吉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Ｂｏｒｊａ）去世之后，耶稣会内部新基督徒反
对派的势力开始抬头。 在选举第三任总会长之时，反对派从教宗处获得支持，阻止了西班牙籍会士当选，故而其后两任
总会长皆反对新基督徒。 从这一角度推测，利玛窦等人对开封犹太人的关注似乎还别有深意。 而且，利玛窦本人对新
基督徒并无好感，他在果阿时（１５８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曾向同样属于“反对派”的总会长意大利人阿奎维瓦（Ｃｌａｕｄｉｏ Ａｃｑｕａ⁃
ｖｉｖａ）指控教省的负责人曾任命有犹太血统的耶稣会士为修道院院长。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Ｍａｒｙｋｓ，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 Ｏｒｄｅｒ ａｓ ａ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 ｏｆ Ｊｅｗｓ，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ｃ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ｔｙ⁃ｏｆ⁃Ｂｌｏｏｄ 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 ｐｐ． １１７，１２２； Ｐｉｅｔｒｏ
Ｔａｃｃｈｉ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Ｓ． Ｊ． ， Ｏｐｅｒｅ Ｓｔｏｒｉｃｈｅ ｄｅｌ Ｐ．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Ｓ． Ｉ． ， ｖｏｌ． ２， Ｌｅ Ｌｅｔｔｅｒｅ ｄａｌｌａ Ｃｉｎａ， Ｍａｃｅｒａｔａ： Ｐｒｅｍｉａ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ｍｅｎｔｏ
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ｃｏ， １９１３， ｐｐ． １９ － ２０．
为避免直接使用“改宗者”（ｃｏｎｖｅｒｓｏ）等敏感词汇，耶稣会内部甚至采用了某些暗语，如用“ｌａ ｇｅｎｔｅ ｖｅｒｒｉａｃ”“ ｖｉｓｃａｙｎｏ”等
指代新基督徒。 Ｍａｒｃ Ｒａｓｔｏｎ， Ｓ． Ｊ． ，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ｔｏ Ｆ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Ｔｈｏｍａｓ Ｍｉｃｈｅｌ Ｓ． Ｊ． ，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ｐ． １５．
阿尔梅达在日本加入耶稣会并非孤例。 据考证，生于 １５２８ 年的葡萄牙人艾雷斯·桑切斯（Ａｉｒｅｓ Ｓａｎｃｈｅｓ）同样是新基督
徒商人和医师，他于 １５６１ 年左右抵达日本平户，１５６２ 年加入耶稣会，后又于 １５７９ － １５８０ 年间晋铎。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ｃｋｉ Ｓ． Ｊ． ，
“Ｄｉｅ ‘ Ｃｒｉｓｔãｏ⁃Ｎｏｖｏｓ’ ｉｎ ｄｅｒ Ｉｎｄｉｓｈｃ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ｚ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Ｊｅｓｕ ｖｏｎ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ｂｉｓ Ａｃｑｕａｖｉｖａ，” Ａｒｃｈｉｖ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 Ｉｅｓｕ， （９２）１９７７， ｐ． ３４９； Ｍａｒｉａ Ａｎｔóｎｉａ Ｅｓｐａｄｉｎｈ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ａçãｏ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áｒｉｏｓ ｎ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Ｍａｃａｕ：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６４ － ３６５．
Ｊｕａｎ Ｒｕｉｚ⁃ｄｅ⁃Ｍｅｄｉｎａ Ｓ．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ｄｅｌ Ｊａｐóｎ １５５８ － １５６２， Ｒｏ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 ｄｅ ｌａ Ｃａｍｐａñíａ ｄｅ Ｊｅｓúｓ， １９９５， ｐ．
２５１．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０１ － ３３４ 页。
高濑弘一郎：《基督教时代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７ 年，第 ５８２ － ５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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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神父交往深厚的其他葡萄牙商人之手，在中国购买生丝，由他们转运至日本出售，这样
神父就不会卷入其中，而只是从葡萄牙商人手中接过收益。 这一运作方式进行了若干年
……”①范礼安未明言阿尔梅达建议或指定的委托人，然而考虑到阿尔梅达的犹太后裔身份，
以及前述犹太族裔在“中国澳门—日本”航线上的重要地位，将生丝买卖委托给新基督徒是合
乎情理的。
耶稣会士与犹太商人间的合作互利关系，还可以从兰代罗的经历中找到佐证。 根据前引

桑切斯神父的报告，这位“葡萄牙国王”是一位慷慨之人，曾不惜代价，试图以世俗的贸易利益
换取日本领主的传教许可。 桑切斯记录道：“他不愿自己的商船进入那些不接纳或不公正对
待耶稣会神父的日本港口。 曾有一次，兰代罗因为这个原因放弃某港口而停靠至另一港口，造
成他损失 ３ 万杜卡特。”②

鉴于新基督徒商人与耶稣会士在经济贸易上的密切合作，双方在澳门内部事务上的相互
支持也是不难想象的。 由于西班牙国王在 １５８１ 年兼葡萄牙国王，澳门权贵和教会不得不在
１５８２ 年底宣誓效忠新王。 仅仅数月之后，从未建立过行政机构的澳门居民便迅速选举产生了
具有强烈自治色彩的重要机构“议事会”（Ｏ Ｓｅｎａｄｏ）。
在葡萄牙的市政体制中，议事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③澳门议事会成立的时间点很值得玩

味。 澳门居民的这一举动很可能是为了应对欧洲政局变迁导致的权力重组，以抵制菲律宾和
果阿的双重干预，保护本地商人的既得利益。 然而，既然当时澳门居民中的半数是犹太裔的新
基督徒，那么此举或许还潜含着他们在世俗和宗教方面的考虑和预先防范。
澳门新基督徒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虽然果阿当局不便公开反对选举产生的议事会，但果

阿宗教裁判所审判官瑞·索布里尼奥·梅斯基塔（Ｒｕｉ Ｓｏｄｒｉｎｈ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在澳门议事会成
立后不久的 １５８４ 年和 １５８５ 年，两度试图派遣裁判所专员巡察马六甲、中国澳门等地。④ 然而

两次尝试皆未成功，以致他在 １５８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致信里斯本宗教裁判所最高委员会，抱怨道：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从中国（澳门）和马六甲押来犯人。 众所周知，这些地方有大
量新基督徒，然而那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人被告发。 我不知道是否该说，若为了更好
地服务天主、有助灵魂，不该授权那些地方的主教管辖宗教裁判所理应管理的事务，
至少不应该授权中国（澳门）的主教。 相反，应当限制他们的权力，这些邪恶的地方
才能得到拯救。 如果阁下要派某位审判官巡察这些地区，如有选择的余地，也应派一
位可靠且忠实的。⑤

可能是有所顾忌，梅斯基塔没有在信中说出这位“中国（澳门）的主教”姓名，但他指的应是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ｏ， Ａｐｏｌｏｇｉａ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ñｉａ ｄｅ Ｊｅｓｕｓ ｄｅ Ｊａｐóｎ ｙ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９８）， Ｏｓａｋａ： Ｅｉｋｏｄｏ， １９９８， ｐ． １８９．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ｏｌ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ｓ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ｏｓ ｄｅ ｌｏｓ Ｃｏｍｐａñｉａ ｄｅ Ｉｅｓｖｓ， Ｆｖｎｄａｃｉｏｎ， 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ｓ ｄｅ 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ｅｎ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ｖｏｌ． １， １９００， ｐｐ． ２８７．类似的换港事件也曾发生在 １５６５ 年，身为加必丹末的佩雷拉（ Ｊｏãｏ Ｐｅｒｅｉｒａ）
出于同样的原因，将即将抵达平户港的商船转而驶向对传教士更为友好的大村纯忠的福田港，并不惜因此与松浦隆信
的军士激烈交火，参见弗洛伊斯：《日本史》第 ３ 册，东京：平凡社，１９７８ 年，第 １３６ － １４０ 页。 关于佩雷拉的身份，一时还
难以考定。 但可以确信，早在中国澳门与日本贸易的初始阶段，世俗的商品贸易就与宗教的福音传播捆绑在一起，因
此，当日本幕府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后，中国澳门与日本间长达近百年的贸易也很快随之中断。
谟区查：《葡萄牙贵族在远东———澳门历史中的事实与逸闻（１５５０ － １７７０）》，第 ５ － ６ 页。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ｚ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 ６９．

Ａｎｔóｎｉｏ Ｂａｉãｏ， 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ｄｅ Ｇｏ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êｎｃｉａ ｄｏｓ Ｉｎｑｕｉｓｉｄｏｒｅｓ ｄａ Íｎｄｉａ（１５６９ － １６３０）， ｐ．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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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１ 年抵达澳门、在 １５８４ 至 １５８５ 年出任这一职务的本笃会修士唐·莱昂纳多·德·萨（Ｄｏｍ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ｅ Ｓá）。① 由于缺少本地修会的支持，萨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无法真正履行主教职
权，并最终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② 虽然萨主教被认为是组建澳门议事会的发起人，但虑及
他抵达澳门的时间较短以及实际处境，创建议事会的提议或许来自于幕后当权者的暗中授意。
也许正因为如此，萨主教才不敢冒着与势力强大的犹太裔族群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去执行宗
教裁判所下达的任务。
继任审判官一职的托马斯·平托（Ｔｏｍáｓ Ｐｉｎｔｏ）为此提供了旁证。 平托在 １５８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写给里斯本总审判官阿尔贝托（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ｏ）的信中，无可奈何地写道：“犹太人处于多
么安宁的环境中，因为他们很可能散居于葡属印度的澳门、马六甲、科钦和其他北方的要塞。
已经有诸多迹象表明，他们在这些地区从事犹太礼仪，当地人却不敢告发。”③

然而，议事会的成立引起了王室的担忧，最终成为王室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的契
机。 早在 １５８０ 年，王室就以完善澳门行政制度的名义，开始在澳门任命“王室大法官”（ｏｕｖｉ⁃
ｄｏｒ）。 国王在 １５８６ 年承认澳门议事会的成立，授予澳门荣耀的城市地位后④，很快又在次年 ２
月颁发《澳门城王室大法官章程》。 该章程意在强化王室大法官的管治权力⑤， 其中第 ２２ 条
明确将王室大法官的司法权从加必丹末的职权范围内分离出来，并严禁加必丹末干涉或控制
前者行使相关职权。
从章程的内容看，王室已经不再完全信任澳门的加必丹末。 在议事会成立之前，王室任命

的加必丹末在名义上拥有对澳门市政的管辖权，但由于加必丹末不仅与澳门新基督徒利益捆
绑，而且许多年份的加比丹末本身就是新基督徒，所以他们不但未能以国王的名义管理市政，
反而经常收受贿赂，充当新基督徒的保护伞。⑥

如果说国王没有明示颁布这份章程的意图，那么他在 １５８９ 年 ２ 月 ６ 日写给葡印总督的书
信中，则直言不讳：

如你们写信告诉我的，现在澳门镇有了城市之名，那么就可以趁此机会，用尽一
切方法让他们接受管治。 为此，通过去年的大船，我派遣学士弗兰西斯科·马查度·
巴波沙（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Ｂａｒｂｏｓａ）出任澳门的王室大法官，以此安定澳门镇的人，
并避免滋生“帮派”（ｂａｎｄｏｓ）。 你上次来信提到那里存在这样的现象。 ⑦

在此，国王没有谈及滋事“帮派”的具体成员，但同年澳门就发生了反对新任加必丹末迪奥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ｎｕｅ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Ｖｕｌｔｏｓ Ｍａｒｃａｎｔｅｓ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Ｍａｃａｕ：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８２， ｐ． ２５．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 ４６７ － ５６２ 页。
Ａｎｔóｎｉｏ Ｂａｉãｏ， 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ｄｅ Ｇｏ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êｎｃｉａ ｄｏｓ Ｉｎｑｕｉｓｉｄｏｒｅｓ ｄａ Íｎｄｉａ（１５６９ － １６３０）， ｐ． １１９．
在葡萄牙，“城市”（ｃｉｄａｄｅ）一词是一种具有荣耀属性的称谓。 澳门原来与葡萄牙埃武拉市拥有同样的“特权、自由、荣
誉和显著”，但澳门居民并不满足，恳请王室授予与波尔图市同等特权。 然而 １５９５ 年、１５９６ 年和 １７０９ 年的王室敕令没
有同意澳门居民的请求，只是重申 １５８６ 年葡印总督允许的特权。 谟区查：《葡萄牙贵族在远东———澳门历史中的事实
与逸闻（１５５０ － １７７０）》，第 ５ － ６ 页。
所有章程内容，参见汤开建：《明清时期澳门王室大法官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其终结》，《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关于这一点，日本主教马丁斯（Ｄｏｍ Ｐｅｄｒｏ Ｍａｒｔｉｎｓ）亦在 １５９６ 年 １ 月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件中愤慨地指责说，“中国
航线的加必丹末们负有将新基督徒和其他有害人群驱逐出澳门的职责”，然而他们却因“收受贿赂，没有完成这项任
务”。 Ｊ． Ｈ． ｄａ Ｃｕｎｈａ Ｒｉｖａｒａ，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ｚ⁃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ｆａｓｃíｃｕｌｏ ３， Ｎｏｖａ Ｇｏａ：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８６１， ｐｐ． ８６１ － ８６２．
Ａｒｔｕｒ Ｂａｓíｌｉｏ ｄｅ Ｓá，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çãｏ ｐａｒａ 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ａｓ Ｍｉｓｓõｅｓ ｄｏ Ｐａｄｒｏａｄ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ｄｏ Ｏｒｉｅｎｔｅ， ｖｏｌ． ５， Ｌｉｓｂｏａ： Ａｇêｎｃｉａ
Ｇｅｒａｌ ｄｏ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 Ｄｉｖｉｓａｏ 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ｏｅｓ 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１９５８， ｐｐ． １３２ －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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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塞古拉多（Ｄｉｏｇｏ Ｓｅｇｕｒａｄｏ）的动乱，带头人是曾担任过加必丹末的新基督徒蒙特罗。① 由

此看来，国王口中的澳门“帮派”已经不言自明。
实际上，澳门新基督徒为抵制王室干预而拉帮结派、发动暴乱，已成为他们的惯用手段，果

阿和里斯本当局亦对此无可奈何。 １５８７ 年《澳门城王室大法官章程》颁布以后，延伸到澳门的
王室司法管理权始终未能正常运作，有些王室大法官未能上任，勉强到任者的任期也绝少超过
一两年，以致国王菲利普二世在写给葡印总督的书信中时常抱怨澳门居民“疯狂而恶劣”。②

到了 １６ 世纪末期，澳门新基督徒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即便王室在 １５９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专门颁布
完全驱逐澳门新基督徒的法令，但由于果阿当局深知完全驱逐新基督徒商人将意味着澳门海
上贸易的终结，所以法令从未得到执行。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不断膨胀的新基督徒干脆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开展示他们在澳门社
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１６０５ 年，王室新任命的加必丹末唐·迪奥戈·德·瓦斯康塞洛斯（Ｄｏｍ
Ｄｉｏｇｏ ｄｅ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在抵达澳门时惊讶地发现，为抵制“宗教大赦”摊派的 ４ ０００ 克鲁扎多
“犹太人人头税”（ａ ｆｉｎｔａ ｄｏｓ ｄａ ｎａçãｏ），当地犹太人竟然已经公开发动暴乱。 关于此事，亲历
者的记录似乎未能留存下来，我们仅能从数年后的文献中了解一二。

１６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作为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负责葡萄牙事务的唐·佩德罗（Ｄｏｍ Ｐｅ⁃
ｄｒｏ）主教在写给印度副王的信件中回忆道：“我得知，在犹太人人头税的事务上，澳门市民内部
分歧巨大，帮派势力甚嚣尘上。 ……我还得知在澳门有一些异见分子、反叛人士和帮派头领
（ｃａｂｅçａｓ ｄｅ ｂａｎｄｏｓ）。”④佩德罗主教就此事下达两条明确指示：第一，因澳门王室大法官为犹
太人拒绝缴纳人头税寻找借口，未能尽职，要求惩办王室大法官；第二，在征收人头税之前，必
须首先调查清楚澳门犹太人的情况。 尽管王室这一次看似想彻查澳门的犹太人问题，但是不
知为何，结果还是一如从前。 澳门的犹太人此后并未遭到调查，果阿和里斯本当局也未再就此
事展开任何行动。⑤

因此，看似自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澳门社会陷入了不断的动乱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这表象之
下却是以犹太商人为主力的澳门权贵以发动暴乱的形式抵抗了来自印度和欧洲的排犹势力，
为澳门的犹太人社团赢得更大自主权，进而在东亚海域营造出相对安全的经商环境。 这一点
也得到了相关数据的支持。 从 １５６１ 年到 １６２３ 年的半个多世纪里，为果阿宗教裁判所制裁的
３２４ 名新基督徒中，澳门新基督徒仅有 ６ 人。⑥ 而直到 １６３７ 年英国人访问澳门港之时，英国商

６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ｎｕｅ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Ｏ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ｅｓ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Ｍａｃａｕ：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８４， ｐｐ． ６１ － ６２．
汤开建：《明清时期澳门王室大法官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其终结》，《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Ｊａｍｅｓ Ｃ． Ｂｏｙａｊ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 １５８０ － １６４０， ｐ． ８０．在此之前，王室曾多次禁止没有许可
证的新基督徒前往东印度，尚未直接针对澳门。 例如，１５８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菲利普二世专门致信葡属印度副王，要求他禁
止那些没有获得许可而前往印度的新基督徒登岸；１５８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菲利普二世在一封长信中再度强调了这点。 Ｊ．
Ｈ． ｄａ Ｃｕｎｈａ Ｒｉｖａｒａ， Ａｒｃｈｉｖ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ｚ⁃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ｆａｓｃíｃｕｌｏ ３， ｐｐ． ５４，１２１ － １２２．
Ｔｏｒｒｅ ｄｏ Ｔｏｍｂｏ， Ｌｉｖｒｏｓ ｄａｓ Ｍｏｎçõｅｓ， Ｌｉｖｒｏ ５， ｆｌｓ． ９５ｒ － ９６ｒ．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ｅｒｅｚ
Ｇａｒｃｉａ， Ｌúｃｉｏ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ｅｄ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ｐ． １９６．
Ｍｉｇｕｅ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Ｌｏｕｒｅｎçｏ， Ａ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çãｏ ｄａ Ｐｅｒｉｆｅｒｉａ， Ｍａｃａｕ ｅ Ａ Ｉｎｑｕｉｓｉçãｏ ｄｅ Ｇｏａ（ｃ． １５８２ － ｃ． １６５０）， ｐｐ． １３０，１５５ －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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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发现澳门城重要官职“理事官”（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的在任者是一名犹太后裔。①

结　 语

１５ 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得各大洲之间的物种交换、人口流动开始
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从而拉开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大幕。 在此期间，拥有上千年长距离迁徙
经验的犹太族群，或因追逐利益的冒险精神，或因日趋严峻的宗教迫害，又踏上了探索新世界
的未知之旅，在这场革命性巨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欧美学者通常只注意到犹太商人在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印度洋贸易

中的作用，而较少留意他们在东亚海域中的存在与活动。 然而，出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中国澳门及东亚各地的犹太族裔一直对海外贸易充满激情并富有冒险精神。 在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
代左右，抵达东亚的犹太商人已经站稳脚跟，融入东亚、东南亚的传统贸易网；同时他们又凭借
着血脉相通的族群联系和与生俱来的经商天赋，将传统的东亚海贸体系与新兴的全球市场整
合在一起，逐步建立起庞大的贸易网络。 因而，在早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以往研究中所重
视的诸如生丝、瓷器和香料等畅销品固然重要，犹太族群的全球迁徙与联络更起到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
中国学者在谈及犹太人与中国的早期历史时，多将目光局限于陆地，关注利玛窦等人在开

封发现的犹太人及其历史渊源。 但结合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的视野，可以发现，１６ 世纪中前
期，犹太商人和拥有犹太血统的耶稣会士已经抵达中国沿海，到 １６ 世纪末，居留中国澳门的犹
太后裔已达数百之多。 这批犹太后裔与葡萄牙当局和天主教修会间的关系尤为密切且错综复
杂。 他们对 １６ 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以及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究竟会产生何种影
响？ 这方面仍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此外，犹太人与中国的早期历史关系，也不再是单纯
的宗教传播问题。 晚明白银流入中国的两大渠道———“中国澳门—日本”航线和“中国澳门—
菲律宾马尼拉”航线，也深受犹太商人的影响。
最后，以往对西方人在东方的殖民史、扩张史研究中，西方人的面孔多以“国籍”“修会”等

单位呈现。 经由考察早期澳门社会中的犹太社团，除了可以察知构建全球经济网的犹太商人
在东亚的生存境况之外，还可以借由“民族”“族群”的研究视角察知拓殖者内部的多个面相，
发现犹太人在澳门城市治理和权力机构建立等众多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外国语大学苏禄修先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部分外文文献，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朱路遥 王浩斌）

７５１

① Ｒ． Ｃ． Ｔｅ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ｅｔｅｒ Ｍｕｎｄｙ， １６０８ － １６６７， ｖｏｌ． ３，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ｋｌｕｙ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１９， ｐ． １６８． 另外，１６３５ 年身
为果阿档案馆馆长的新基督徒官员安东尼奥·博卡罗（Ａｎｔóｎｉｏ Ｂｏｃａｒｒｏ）在概述葡属东印度各大城市、要塞时指出：澳门
城生活着大批单身汉，个别单身汉所拥有的资金达到 ５ 万余希拉非（ｘｅｒａｆｉｎｓ），由于违背法纪，或不忠于印度副王，他们
决意不再返回果阿，以躲避制裁，另外，还有大量已婚商人因同样的原因居住在中国澳门。 Ａｎｔóｎｉｏ Ｂｏｃａｒｒｏ， Ｏ Ｌｉｖｒｏ ｄａｓ
Ｐｌａｔａｓ ｄｅ ｔｏｄａｓ ａｓ Ｆｏｒｔａｌｅｚａｓ， Ｃｉｄａｄｅｓ ｅ Ｐｏｖｏａçõｅｓ ｄｏ Ｅｓｔａｄｏ ｄａ Íｎｄ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ｉｓｂｏａ：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ａ ｄａ Ｍｏｅｄａ，
１９９１， ｐ． ２６１．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三
期

ｔｏ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ｔｏ ａｎ ＮＰＣ ｏｒｇａｎ ｆｏｒ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ｎｏ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ｏｎｅ － ｗａ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 －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ｕｔ － ｇｒｏｕｐ 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ｔｗｏ
－ 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 ｇｒｏｕｐ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ａｇｒｅｅｄ ｂ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ｓ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ｕｔ － ｇｒｏｕｐ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Ｐ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Ｍｉｎｇ Ｃｈｉ⁃
ｎａ
ＭＡ Ｇｕａ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ｙ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ｏ ｃ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ｙ ｌｉ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ｗａｓ ｐｕｔ 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ｒ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ｔｏｕ⁃
ｃｈ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ｅ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ｅｎｖｏｙｓ ｗ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ｙ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ｓｕｃｈ ｓｍｕｇｇｌ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ａｓ ｃｌｏｔｈ， ｈｏｒｓｅｓ， ｇｏｌ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Ｌｉａｏ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ｍｕｃｈ ｐｒｏｆｉ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ｗｅ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ｓｏｍｅ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ｉｄ ｗａ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ｒｉｄｉｃｕ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Ｔｈｕｓ，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 ｓｕｃ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ｙｅ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ｄｅａｌ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ｄｒｏ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ｔｏ ｇｏ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ｗ．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
ｉｐｐｉｎｅｓ （１５５０ － １６３０）
ＬＩ Ｑ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Ｊｅｗ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ａｎｔｉ － Ｓｅｍｉｔ⁃
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３９１ ｔｏ １５３６．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Ｆｏｒ ｆ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ｈａ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 １６ｔｈ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ｄｒａｗ ｅａｓｉｌ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ｓｔｒ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ｒｏｗ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 ｍｕｃｈ
ｓａｆｅｒ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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